
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 
 

中国内地的民间信仰研究者在与西方以及台湾香港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经常面对“白马非马”的词

源问题：“民间信仰”一词是中国内地与台湾的用法，在西方世界（包括香港），相应的研究领域应该称为“民

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可是内地学界共识的“民间宗教”概念对应的却是民间秘密教门。内地的民间

信仰与民间宗教两个概念大致平行，在西方和台港学界，民间宗教是一大学科领域，涵摄了内地所称的民

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由于概念范围的不对等，近年来大陆学者中文论文虽然都是以“民间信仰”为题，英文

提要却是 Folk Religion、Folk Belief、Popular Cult、Popular Religion，各种译法层出不穷。而像王铭铭等

有西方知识背景的学者干脆就不采用民间信仰一词，他们的中文论文虽以民间宗教为名，所讨论的却是中

文世界里的“民间信仰”。[1] 

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于民间信仰的各自表述，反映了近三十年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历程，即对中国

民间信仰的定义内涵不断调整、界定的过程。[2] 

  

一、从迷信到民间文化——作为学科策略的民间信仰 

把民间信仰作为学术对象纳入科学研究，早在 1920 年代中国民俗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顾颉

刚等人关于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调查报告，江绍原、容肇祖、许地山等学者关于民间社会各种迷信的分

析研究等，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等民俗学刊物发表了大量各地风俗迷信的评介

文章。出于当时学界强烈的社会改造和启蒙使命，许多研究的出发点多是针对信仰活动中反科学的成分——

迷信而加以描述与批判，比如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书名本身就已经对研究对象进行了价值判断，这

些成果虽然意识形态的意味比较浓厚，却也建立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范式。1930 年代偶尔

有些学者采用从日本泊来的“民间信仰”一词来取代“迷信”二字，[3]然而这一过于价值中立的学术概念显然

与国人破除一切迷信风俗的热忱相悖，所以并未成为当时民俗学界的常用术语。 

大概是由于民俗学前辈在俗信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俨然成为民俗学界一种内植

的传统，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19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研究首先是在民俗学界复兴，而不是

在宗教学或者历史学领域。1979 年顾颉刚、钟敬文诸先生发起《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之后，全

国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开始广泛讨论如何重建民俗学，其中一项便是恢复对信仰风俗的研究调查。 

由于长期以来整个文化界惯用的“迷信”一词容易引起意识形态的政治敏感，1980 年以后，民俗学者们

非常默契地共同使用了“民间信仰”一词，借以取代“迷信”一词。[4]1980 年代较早进入民间信仰研究的乌丙

安 1984 年出访日本回国接受《民俗研究》访问时强调，“我们对民间信仰的研究，用一般政治的观点来看，

民间信仰的东西几乎都是反面的东西，但是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很值得研究。比如并不采取迷信的手段存在

而长期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的某些信仰，叫做‘俗信’，是要长期存在的，也是可以存在和允许存在的，这就

是民俗学的观点。”[5]这段话明显在试图以“俗信”的民间文化色彩去掩盖或排除“迷信”的成份。1980 年代

早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数都在重申类似的主张，同时对一些历史与现实的民间信仰进行蜻蜓点水般的介绍。

这一时期的多数成果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民间信仰的本体研究，主要还在从意识形态上争鸣和维权。 

与迷信研究几乎同时兴起的民间宗教研究，肇始于 1920 年代陈垣、陶希圣等人的摩尼教、白莲教等

民间教派的历史学研究。1980 年代初，历史学与宗教学界也开始了对民间宗教研究的重建，“民间宗教”一

词逐渐取代“秘密宗教”“邪教”“反动会道门”等纯意识形态的概念，成为学科的共识。 

可以看到，民间概念在 1980 年代分别与信仰、宗教紧密挂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这两个容易引起政

治敏感的研究领域“去敏”。由于民间信仰一词是民俗学迷信研究的去敏词，民间宗教一词又是宗教历史学



的去敏词，不同的学科历史和背景造成了学科概念的各自表述，所以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虽然可以直译成

英语，但与西方汉学界相应领域的名词内涵却不尽相同。 

伴随着民间信仰研究的回归，如何界定概念的边界也成为 1980 年代这一领域的热点话题。宗教学与

民俗学研究者在民间信仰的宗教性上达到一致看法，即民间信仰并不自成一个宗教体系。1985 年乌丙安在

《中国民俗学》中提出民间信仰和宗教的十大区别，撇清民间信仰与成型宗教的联系，强调民间信仰的自

发性和民俗性，这一定义其后被学界广泛征引。[6]金泽《中国民间信仰》等论著则认为民间信仰是宗教的

低级形式，“原始宗教的继承者”[7]。这种观点主要继承了《金枝》等早期民俗学成果将民俗事象视为原始

遗留物的观念，随着 1987 年《金枝》中译本的正式出版，有关民间信仰与原始宗教遗留方面的研究越趋

多样。 

在 1980 年代学术气氛之下，民俗学者否定民间信仰的宗教属性，强调一种现存的民间文化形态，主

张以研究文化遗存之目的去进行研究，起到了为相关民俗研究排除政策与观念干扰的作用。[8]因为把民间

信仰看作是古代社会历史记忆的残留，又与原始宗教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段时间的民间信仰研究

多采用“崇拜”研究，主要探讨风雨雷电、山川树林等自然崇拜，狐仙、兔爷等动物崇拜，以及扶乩、占卜

等巫术和原始宗教[9]。从否定中国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之间的关系出发，有近二十年大部分学者的主要

工作在于论证民间信仰“自发的多神信仰发展的本质”。[10] 

 
中国民众见神就磕头、逢庙便烧香的多神信仰，是民间信仰区别于西方制度化宗教的主要面向，因而

也是民间信仰最先被关注的部分。198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采用传统史学的文献考证法去梳理神祇们的

出身来历，分析诸神在神谱中的位阶，同时搜集流传民间的灵验故事等民间文学。1985 年出版的李乔 《中

国行业神崇拜》(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 年宗力、刘群主编的《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是这段

时间的代表作。前书从行业神灵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探讨，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传统社会民众的造

神运动；后书主要从《三教搜神大全》等明清民间信仰文献中系统整理出二百余位神灵，细案其起源与信

仰流变，在 1980 年代可算是开风气之先，时至今日仍为民间信仰研究者的案头常备工具书。此外，王景

琳、徐陶的《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总结了中国各民族各地方的民间信仰

风俗，也是 1990 年代常被引用的研究工具书。 

1980 年代末期之后，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性的思潮中，民间信仰研究被放在了显著的位置上，

人们普遍认为除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外，宗教信仰也是造成中国文化及中国国民性的主要因素。这种认

知与当时传入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结合在一起，使得民间信

仰研究逐渐地出现“文化-心理”的探讨机制，试图说明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及其对古代历史与现代社会的影

响，从而追寻中国文化的根底。这段时间的民间信仰论述多有通过讨论善恶报应等信仰观念，进而总结中

国民间信仰乃至国民性的“功利性”。[11] 

随着出版界传统文化热的升温，民间信仰的民俗研究在 1990 年代成为出版界一大热点。比如发行量

极大的上海三联书店“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第一辑中，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张

紫晨《中国巫术》、夏之乾《神判》，第二辑中王子今《门祭与门神崇拜》、徐山《雷神崇拜》以及水崇

拜、自然崇拜等专书，在 1990 年代影响深远，可以说成为民间信仰研究的入门书。1990 年代中期同样集

合民间信仰研究力量的丛书还有刘锡诚、宋兆麟与马昌仪主编的《中华民俗文丛》（学苑出版社），这套

20 册小丛书囊括了水神、花神、灶神、财神、关公、泰山娘娘等 20 个民间信仰主题，在进行文献资料系

统化的同时，兼顾了田野调查的实证材料，行文雅俗共赏，其深入浅出的小丛书风格在 1990 年代颇为风

行，此文丛数次再版。此外，刘锡诚主编《中国民间信仰传说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主要搜集

玉皇、灶王爷、八仙、关公、门神等 12 个民间信仰传说故事群，丛书在当时也获得一定的社会影响。 



从 1980 年代初民间信仰重新回到民俗学研究视野，再到 1990 年代众多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研究丛书相

继面世，可以看到这十余年的民间信仰研究大致仍是遵循着早期民俗学开拓者们的研究范式，从史料出发

以考镜源流，注重考察民间信仰和仪式本身的历史渊源、内容体系和形态特征等历时性问题。在研究方法

上，多以历史研究为主，辅以一些民俗学调查，重视对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归纳和分析。 

  

二、走向社区传统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各地的民间信仰活动日趋公开化，有些地区的信仰活动已经恢复到 1950 年代以

前的规模。几乎在同一时间，民俗学、社会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几大学科发现了民间信仰尤其是地方

社会信仰风俗的研究价值，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进入民间信仰的文献与田野中寻找研究题目，同时也体验

着不同学科在民间信仰的田野中所带来的独特经验。 

1990 年开始，姜彬带领吴语地区的学者开始了国家课题《吴越民间信仰民俗》的撰写，姜彬主编的《吴

越民间信仰习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试图

从神歌、仪式歌、宝卷、戏曲、灯会、传说故事诸方面入手，揭示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生活、民间文

艺之间的内在关系。随后姜彬主编《中国民间文化》1994 年“民间俗神信仰”专题、1995 年“地方神信仰”

专题，汇集了 50 多篇集中探讨地方神祇信仰的民俗调查论文。这些研究主要是地方学者对于自己较熟悉的

地区寺庙进行民俗事象调查，重在钩沉神祇的渊源与信仰习俗。这一期的不少作者后来成为台湾《民俗曲

艺》丛书的长期合作者，使得《民俗曲艺》成为近 20 年大陆民间信仰（尤其是傩戏与民间信仰仪式）田野

调查报告的集大成者。1996 年，姜彬又主编了《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十二

章节中有四章讨论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巫玉、神灵崇拜）。可惜的是，此后的民俗学界便少见这样集中

作战的民间信仰研究，反而是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集体作业使得华南地区民间信仰成为近十年学界的焦

点。另一位对江南民间信仰用力颇深的学者是顾希佳，其专著《东南蚕桑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91）集中讨论蚕神信仰与江南习俗，《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0）探讨了吴越地区的

神弦歌与巫文化。 

1990 年代，区域民间信仰研究的热点除了江南地区，还有以妈祖崇拜为核心的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

由于妈祖研究具有促进两岸关系正常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背后推动，1985 年以来，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几乎每年都有妈祖研究的论文出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方面的论文多达 3000 多篇。朱天顺主编的《妈

祖研究论文集》（鹭江出版社，1989）、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与林国平、

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是区域民间信仰研究中较早的合集专著。 

 
华北地区区域民间信仰研究主要集中在碧霞元君（泰山娘娘）、女娲、[12]关公[13]几个神祇的传说

形态、地方信仰。1925 年顾颉刚等老一辈民俗学者对北京西郊妙峰山庙会的调查使得妙峰山成为众多民俗

学者心中的“圣地”，近三十年来民俗学界对于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系统研究时有新作。[14]叶涛近年关

于泰山娘娘信仰以及泰山香社的研究，在利用泰山碑刻的文献深度与考察祭祀组织的田野深度上，为区域

民间信仰研究的提供了范例。[15] 

19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地方文化意识的增强，区域性的民间信仰研究逐渐从东南地区逐渐扩散到全

国各地，几乎每一个地区、民族甚至族群都逐渐地拥有了自己的民间信仰志。[16]这些民间信仰志大多遵

循一定的写作模式：追溯本地信仰源流与历史，分析巫鬼、祖灵、地方俗神等信仰形态，介绍岁时节日风

俗与庙会盛况，铺陈禁忌习俗，最后总结本地区民间信仰的若干特性。这些地方民间信仰志固然也提供了

一些“地方性知识”，然而更多的写作正如各级政府编写的地方志一样，实际上是为《中国民间信仰》制作

一个地方副本，而鲜见贴近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学术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信仰研究，1990 年代以来一直是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者的重要阵地。如富育光、

孟慧英等人对满族萨满的调查研究[17]，巴莫姐妹对于彝族祖灵信仰和毕摩经籍传统的系列研究[18]，杨

树喆对广西壮族师公信仰与仪式的调查研究[19]，这方面的研究较好地实现了民族/区域传统与宗教信仰研

究的结合。此外民俗学者在人生礼仪、节日神诞、农耕礼仪等信仰民俗方面也多有论著，如安德明完成于

1997 年的博士论文《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王晓丽《中囯民间的生育信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等。 

1990 年代，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关注到了复兴中的民间信仰实践，他们对此进行了民族志式的田野

调查。与同时期的民俗学研究偏重历史性与发生学的考察相比，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理念更为强调社区传统

的共时性分析，注重揭示一方百姓的社会生活、愿望和心态，比如王铭铭的闽南法主公信仰研究[20]、郭

于华的丧葬仪式研究[21]，刘晓春的客家村落的仪式—象征体系[22]。这段时期的社会人类学研究集中分析

家族、乡土信仰仪式、祖先崇拜，由信仰和仪式的符号象征与意义阐释进入社会模式与社会功能的讨论，

在这些田野报告中，常常可以隐约见到欧美人类学的理论模式与分析概念。收入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

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的 14 篇文章，试图从“灯与丁”、求雨、丧仪、

风水的隐喻象征，探讨象征及其符号表现在民间信仰层面的展开，据此解读仪式的象征隐喻，从而解读社

会生活的动态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含义。 

1990 年代中期以来，走向民间的历史学也将民间信仰作为构筑“小历史”的必经之路。以赵世瑜、陈春

声为代表的区域民间信仰研究聚焦于民间文化、基层社会、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史

学关怀。赵世瑜关于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的研究在社会史视野的民间信仰研究中起到了典范性作用，这些成

果从庙会和社区中的寺庙宫观出发，考察了民间信仰与基层社会组织、地方经济发展、乡土社会网络、国

家对地方的控制等等关系。[23]历史人类学的华南学派如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的研究，通过乡村

庙宇、祭祀习惯及村落关系等的实地考察，配合本地民间历史文献（如族谱、碑文），重构了当地历史的

社区单位系统及其运作。[24]历史学这类研究都在有意无意地回答一个问题：特定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仪式，

是如何使一个地方在时间与空间上，成为“这一个”地方。 

1999 年赵世瑜主持翻译的“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也表现出“走向民间的历

史学”学科取向。韩森(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

《幽灵的节日》、包筠雅（Cynthia J. Brokwaw）《功过格》、沃特纳(Ann Waltner)《烟火接续》四书所

讨论的都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各种侧面，前二书甚至成为民间信仰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外国译著。日本与

台湾学者所提倡的“祭祀圈”理论，在 1990 年代的大陆区域民间信仰研究中也常常可以见到回声。作为一种

“可满足共时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关系”的研究方法，祭祀圈理论兼及区域民间信仰中的地缘与血缘两个

维度，因而受到社会人类学、历史学与民族学各个学科的青睐。[25] 

1990 年代多学科参与的区域信仰研究持续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对于“民间”的学术表述。

1980 年代民间信仰研究比较强调民间性与民俗性，将基本信众框定在社会中下层民众，并与官方宗教/士

大夫宗教/制度化宗教对立起来，此时的“民间”概念更强调社会阶层的划分。1990 年代中期以来，民俗学、

人类学与历史学者的田野与文献研究都揭示这样一个民间信仰画卷：社区的每一分子都共享一个共同的信

仰体系，并且加入到这一体系的仪式实践之中；民间信仰并不存在精英/百姓、官方/民间的截然差别，这

是一个共享的信仰，也是一个共享的生活空间。学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民间性界定渐渐由社会分层转入社会

空间描述，将民间庙宇/庙会视为一个公众空间（public space），由此观察文化共同体与地域认同的形成。

[26] 

进入 21 世纪，高校的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的硕士、博士论文甚至博士后出站报告，更

多地选择区域民间信仰研究进行写作：他们往往选择一个地区的某个庙宇或者某一地区特有的神灵信仰及



其祭祀仪式，进行个案调查，追溯庙宇与社区的信仰历史，并调查民间信仰的恢复与重建。由于研究者多

数都是回到故乡进行田野调查，因此对于社区生活、民俗事象的描述，对于口头传统与民间文本的搜集，

对于“文本传统”与“社区传统”两种方法论的结合，都达到了老一辈学者所无法具有的“地方性知识”要求。[27]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博士学位论文以民间信仰中某位神祇的出身传记或小说进行主题研究的。

[28]可以预期，区域民间信仰研究在相当长时间仍会成为各个学科的热点之一；近二十年民间信仰研究领

域所发掘的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正在成为各学科的新文献库与新田野。[29] 

  

三、权力话语与国家在场 

1980 年代以来，国外汉学界研究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多数涉及民间信仰领域。其

中对中国学界影响较深的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

（英文原版出版于 1988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一书以庙会（ 组织） 和关帝信仰为例，讨论传

统中国地方菁英努力构造的地方权力文化网络中，民间信仰是促成和维系这一文化网络的重要一环；还有

韩森《变迁之神》（英文原版出版于 1990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中描绘了南宋王朝对区域

性祠神的压制与封赐过程，由此讨论地方士绅等地方权力与国家政权的互动。追寻着这一研究进路，中国

学者们开始广泛运用各种资源——档案、族谱、碑刻、各种契约与帐薄、仪式手册、信仰经书、祭祀演出

剧本和口述历史——来勾划民间信仰在形成与维持各种地方社区等级上的权力网络的积极性。 

明代以后，地方社会中大型的民间庙宇既是地域社会的标志，更是社区管理的中心、国家政权与民间

政权的交接点。1990 年代中期以来，赵世瑜关于明清京师东岳庙研究[30]，陈春声对于东南沿海“双忠公”

崇拜在地化的研究[31]，行龙对于晋水流域民间信仰水神庙与“水权”的研究[32]，诸如此类的社会史研究皆

将“国家与社会”、“文化与权力”的问题纳入民间信仰的分析范围，他们讨论神明信仰的形成及其象征意义的

转换，意在揭示中央王朝的教化与地域社会复杂互动的契合过程。进入 21 世纪，即使研究偏远地区民间信

仰的历史学者或人类学者也都特别注意国家/官府/士绅的权力投射，福柯的权力话语几乎成为民间信仰研

究的准则。郑振满、陈春声借《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一书即明言：“吸引众多的研究者去关注民间信仰行

为的更重要的动机，在于这种研究在揭示中国社会的内在秩序和运行‘法则’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

义。”[33] 

就区域民间信仰研究而言，经过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论将华南社会的宗族权力放大之后，

华南地方社会中宗族所操办的宗教祭祀也成为学者分析地方权力架构的一个工作。[34]而华北的研究近几

年更为注意“国家的在场”，如高丙中关于河北范村龙牌会的研究[35]，郭于华关于陕北骥村祈雨仪式研究

[36]，岳永逸对河北某村娘娘庙的民俗志研究[37]等，讨论了信仰仪式中体现出来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

识形态之间的互动过程。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在权力话语的显微镜下，民间信仰仪式处处体现着国家、

地方、文化的权力隐喻。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收入 9 篇论文即“围绕着仪式、 象征及其特定

社区、 群体的文化本质和演变讨论问题”，“关注仪式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存在与运用，关注仪式行为、象

征符号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38] 

权力话语的运用集中体现在近十余年民间信仰庙宇与庙会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庙宇的重建、庙会的举

行，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的共谋和协商。以庙宇为中心的仪式场合, 更有利于观察者明了在平常的

生活场景下不易显露的社会分化与权力支配关系。景军将布迪厄 “象征权力”的概念运用于中国北方村庄重

修孔庙的案例，突显出礼仪知识、文字知识、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如何化为象征权力，从而操纵了民间庙

宇的重建。[39]吉尔兹（Geertz）有关祭祀表演与地方权力表演的理论无疑为中国学者重新审视庙会提供

了理论支持。近年来刘铁梁、高丙中、刘其印等对河北一个龙牌会的调查研究，即揭示了庙宇与庙会背后

的地方社会生活秩序，尤其是政府与民间的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在“复兴”庙会过程中形成共谋。[40]民间信



仰借助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得以复兴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对于 2003 年以来民间

信仰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语境之下获得正当性，学者们对此保持着迅速而敏锐的观察。[41] 

近十年来“国家－社会”、“文化－权力”视野之下的民间信仰研究蓬勃发展，使得民间信仰的论述因素逐

渐扩大，原来局部和零星的民间信仰活动，牵涉了国家、社会制度、交通、商业、地域文化等等问题。民

间信仰所牵涉的中国文化图景也更为纵深，时代变革、士绅与地方社会、儒家文明等等大背景几乎都可以

从民间信仰角度进入。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对话交流，正在逐渐揭示出民间信仰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

[42] 

  

结语 

1995 年，以欧大年（Daniel Overmyer）为首的 7 位西方汉学家在名为 Living Chinese Religions 的中

国宗教研究综述系列文章中，盘点了过去一个世纪海外汉学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同时声称，长期以来中

国学界对于民间信仰的历史以及复兴中的现状比较忽视，这一领域最出色的研究出自日本、欧洲和北美学

者。欧大年们甚至认为，西方汉学界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存在的偏见与定见，由于缺乏中国同行的出色研

究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对话与矫正，他们希望这种状况在 21 世纪能够得到改善。[43]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学者对于民间信仰的学术研究近十年来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葛兆光在 2008 年一

次“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立场”主题研讨中提出：“民间信仰的研究近些年来在两岸三地都有非

常突出的表现，它具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第一个是继承了过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的长处，……在文

献资料的爬梳、在历史事实的考证方面，至今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里面还是很好的。第二个，它学习了人

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使得中国民间信仰研究里面比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又多了一条腿，多了一个方法，多

了一个资料来源。第三个，我觉得民间信仰研究实际上是所有历史学领域里面比较多地能够接受、吸收、

融合甚至批评国外新理论的一个领域。”[44] 

不止是这里所总结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近三十年来我们还看到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甚至文

学等各个学科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耕耘。尽管学科路径各有不同，学科所寻找的意义世界更是迥

异，但是“民间信仰”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所共识的研究对象。面对同一个畛域，每个学科的学者都在反省

自己的研究应当如何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处？自己的问题、方法与立场有何独到之处？自己的独特贡献在

哪里？民间信仰只是一个研究领域，抑或有可能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思路和结构意义？未来的中国学术研

究必将对此作出回应。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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